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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修订述评＊
季　烨
〔内容提要〕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三读通过新的 “公民投票
法”。在本次修订中，民进党强力主导修法进程，以打破 “鸟笼公投”为目标，废除
“审议会”，降低投票年龄，大幅降低 “公投”的提案、联署和通过门槛。所谓 “领土
变更”复决和两岸政治协议创制和复决最终未被列为全台性 “公投”事项，避免了两
岸关系严峻复杂局面的进一步升级。但此次修法将加剧两岸关系稳定的脆弱性。关于
“公民投票法”与两岸协议监督挂钩的提议，将大大掣肘两岸协议的谈判和生效进程。
降低 “公投”年龄则可能成为倒逼新一轮 “宪改”的重要着力点。从长远看，“公投”
将成为 “台独”势力进行政治动员、滋长 “台独”意识的温床。
〔关 键 词〕“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法”　两岸协议　 “宪政改革”
〔作者介绍〕季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法律研究所副教授、所长兼院长助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两岸共同事务合作治理平台执行长。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历经近两年的博
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三读通过 “公民投票法”
修正案，修订后 “公民投票法”经台湾地区领导
人蔡英文公布后，已于２０１８年１月６日生效实
施。该法通过后，蔡英文随即在网络社交媒体发
文称 “这是一个历史时刻”。民进党团总召柯建
铭表示 “感动之情难以言喻”，这是 “民进党３０
年来的坚持”，“相信经过此次 ‘修法’，台湾将
迈向另一个里程碑”。“时代力量”也发表声明称
“兴奋激动”。〔１〕
事实上，早在１９９２年民进党在台湾地区立
法机构内席次实质性增长后，制定 “公民投票
法”便成为当时国、民两党进行政治交锋的重要
议题。直至２０００年之后，民进党籍台湾地区领
导人陈水扁利用执政优势，强力操弄 “公投立
法”和 “公投制宪”，使得在野的国亲联盟基于
选举压力不得不改变被动态势，主动推动 “公
投”立法。最终， “公民投票法”于２００３年１１
月２７日获得通过。然而，该法不但酝酿过程漫
长曲折，其通过后也是命运多舛。“公民投票法”
甫获通过，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旋即于１２月１０日
针对１２项条文申请覆议，但被立法机构维持。
在 “公民投票法”实施后第３天，时任民意代表
陈金德等８５人又向台湾地区司法主管机构声请
“释宪”，直到四年半以后 “大法官释字第６４５号
解释”出炉才暂告一个段落。在此前后，“公民
投票法”还分别于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００９年５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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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２０１３年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丰富 ‘一国两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研究”（项目批准号：１３＆ＺＤ０５２）。
张申：《台 “公投法”３天后实施 “独派”或搞事情触两岸底线》，海外网２０１８年１月３日电。
２００９年６月进行了三次修订。即便如此，在
２０１２年至２０１６年之间，第８届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仍然出现了９个版本的修法提案。人们不由得
发出疑问：一个如此 “不堪”的规定当初又何必
要执意仓促通过？历经多番 “修补”的 “公民投
票法”，缘何还不能令台湾部分政治力量满意？
而此番修订后的 “欢呼”声又能坚持多久？基于
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旨在分析本轮 “公民投票
法”的修订动因，在简述其修订过程及特点的基
础上，针对本轮修法的重点内容，分析其对两岸
关系的影响。
一、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动因
第一，“公民投票法”此前相当程度上制约
了 “统独公投”，这是 “公民投票法”修订的根
本动因。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的诞生虽与台
湾社会的民主化不可分割，但本质上是 “台独”
势力鼓噪 “自决”的结果。从历史起点来看，
“公投”概念在台湾从诞生之初便烙上了 “台独”
印记。１９４６年６月，岛内秘密 “台独”组织
“台湾青年同盟”主席黄纪南在给美国驻台北领
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的请愿书中主张 “台湾地
位未定”，应通过联合国监督下的 “公投”实现
“永久中立”。〔１〕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台湾基督
教长老教会和 “党外”人士继承了以 “公投”实
现 “台湾住民自决”的理论。１９８６年民进党成
立时，也将台湾前途由 “住民自决”作为自身政
治使命，并在１９８８年 “４·１７决议文”和１９９１
年 “台独党纲”中写入 “自决”、“公民投票”等
类似条款。从制定过程来看，民进党的 “公民投
票法”草案多瞄准 “制宪”、 “国旗”、 “国歌”、
“国号”、“领土变更”、“主权”等问题，〔２〕对公
共政策并无太多关心。然而，虽然 “公民投票
法”是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制定，但基于美国的压
力、民进党的执政需要以及泛蓝力量的牵制，该
法在适用事项方面并未明确纳入 “统独公投”，
而只是笼统地提及 “宪法修正案之复决”。这让
“独”派如骨鲠在喉，耿耿于怀。
第二，“公民投票法”设置的相对较高的通
过门槛，让 “独”派缺乏着力点，这也是 “台
独”势力执意修法的重要原因。虽然 “公民投票
法”并未明确纳入 “统独公投”，但如果 “独”
派强推，仍可通过将 “国旗、国号、领土变更”
等议题纳入 “宪法修正案”得以实现。但 “宪法
修正案”的通过需１／４民意代表提出、３／４民意
代表出席、出席人员３／４同意后，才可能交付
“公投复决”，且 “公投”同意票需达选举人总额
半数以上。但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
台湾 《中国时报》评论即指出，除非朝野多数达
成共识，否则台湾现状不会因 “公民投票法”而
改变。〔３〕即便将统 “独”争议包裹在一般性公共
政策交付 “公投”，〔４〕面对较高的联署和通过门
槛，“独”派也是力有不逮。就实务而言，即使
不考虑组织内部动员和时间成本，一次全台性
“公投”也需要２０００万新台币历时一年以上方可
完成联署。〔５〕在已经举行的６次全台性 “公投”
中，没有一次投票人数达到投票权人１／２以上，
因而无一例外地未获通过。也正因为如此，降低
“公投”门槛，“驯服公投法”成为 “独”派的当
务之急，并美其名曰打破 “鸟笼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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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纪男泣血梦回录》，台北：独家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例见蔡同荣版 “公民投票法”第２条。
张依瑶：《台 “公投法”“统独公投”条款被否决内幕》，《环球时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日。
例如，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４年间，以民进党和 “台联党”为主要推手的政治力量四度要求将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下文
简称 “ＥＣＦＡ”）诉诸 “公投”，其核心是就当局是否应当签署ＥＣＦＡ进行 “公投”，但其提案主文在论及ＥＣＦＡ的签署主体时却采用了
“台湾与中国”这一明显体现 “两国论”的表述。
参见俞振华主持：《“公民投票”案提案审核机制与门槛之研究———以瑞士、美国、意大利、日本、法国法制与运作情形为比
较研究》，台湾地区 “中央”选举委员会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５页。
第三，激烈的政治斗争使得 “公民投票法”
立法粗糙，后续修法不可避免。 “公民投票法”
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３１日进入实质性审议到１１月２７
日完成三读，只花了短短１个月的时间，立法之
仓促可见一斑，疏漏在所难免，更遑论其中激烈
的政治攻防。事实上，相关立法疏漏早在 “公民
投票法”通过之时就已暴露，台湾地区行政机构
随即提出覆议，理由不但涉及 “公民投票审议委
员会”（简称 “审议会”）的存废这一核心问题，
还涉及条文内容彼此矛盾等立法技术问题，包括
提案收件的审核机关不同、审核程序与期间不
同、相关机关提出意见书时间不一致、通知进行
联署的机关不同等。〔１〕这是因为，“公民投票法”
以民进党当局的提案为蓝本进行审议，而国亲联
盟强烈要求置入审议会作为 “公投”提案的过滤
机制，却疏于厘清上下文的关系，引发 “公民投
票法”第１０条第２项、第３项与第１４条第２
项、第３项的规范冲突。如果要在覆议阶段处理
上述冲突，势必要重新讨论审议会的存废问题，
国亲联盟不愿横生枝节，再次凭借次席优势予以
维持，而行政机构不得不通过 “公民投票法实施
细则”予以弥补。然而，这一条文的内在冲突显
而易见，下位规定的补救措施即便在实务中勉强
操作，理论上仍需面对僭越上位法的困境。在此
后的 “ＥＣＦＡ公投”诉讼中， “台联党”和民进
党的提案人更是屡次片面挑选上述规范冲突中有
利于己方的条文，攻击审议会越权，进一步放大
了上述立法疏漏，从而凸显了 “公民投票法”修
订的必要性。
二、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特点
民进党及其盟友持续推动 “公民投票法”的
修订，但由于其在立法机构内的席次劣势，始终
未能如愿。然而，在２０１６年２月新组建的第９
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中，民进党一举囊括６０％
的次席，颠覆了立法机构的蓝绿结构生态，并史
无前例地同时取得台湾地区的行政权和立法权。
以此为契机，新一轮 “公民投票法”修订被正式
提上议事日程。具体而言，本轮 “公民投票法”
的修订，具有如下特点。
从提案主体来看，民进党籍民意代表强力主
导修订进程。在最终并案审查的１４份提案中，
有９份系民进党籍民意代表联署提出，１份由
“时代力量”党团提出，２份分别由更替前后的
新旧行政机构提出，而中国国民党仅推出２份提
案且针对部分条文。相较而言，“独”派提案系
统而全面，核心内容近乎一致，显然是有备而
来，志在必得。
从审议进程来看，关于 “公民投票法”修正
案的实质性讨论在２０１６年便基本结束。第９届
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成立不久，主要提案就密集出
笼，“内政”委员会随即在当年５月和１２月进行
委员会审查，除了对 “领土变更复决公投”、两
岸协议 “公投”等少数条款仍予保留协商外，对
其他修订内容已达成共识。此后，“公民投票法”
修订虽被列为优先法案，却进入长达近一年的
“沉寂期”，可能的原因是，蔡英文当局不得不审
慎评估该法对两岸关系的巨大冲击，以及美国政
府对此次修法的反应。〔２〕此后，包括 “时代力
量”在内的 “台独”基本教义派轮番施压，民进
党前主席林义雄甚至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发起长达１６
天的 “接力禁食”。上述压力迫使蔡英文在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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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０３年第９２卷第６０期，第５８８－５８９页。
可资佐证的是，在２００３年 “公民投票法”制定过程中，由于陈水扁试图推动 “统独公投”，美国国务院多次发表讲话，“反
对两岸任何一方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反复强调 “公投”、“制宪”如涉及 “台独”，美国不支持。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还在表决
前两天约请民进党高官 “吃饭”，以命令的口吻要求陈水扁 “不要故意踩红线”，并多次打电话给连战和宋楚瑜，希望泛蓝民意代表 “自
我克制”。参见张依瑶：《台 “公投法”“统独公投”条款被否决内幕》，《环球时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３日。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对于台湾
地区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不可能无动于衷，而蔡英文当局也不得不顾忌美国政府的立场。
常会”宣示于当年底完成修法。〔１〕
从政党表现来看，面对民进党的强大攻势，
中国国民党基本弃守，反倒是亲民党籍民意代表
坚守原则，发挥积极作用。这表现在三个指标：
首先，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无意实质参与 “公
民投票法”的修订议程，迟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９日
才提出首份提案，而此时委员会审查进程已过大
半。其次，由于提案过迟，中国国民党籍委员会
召集人自然无法成为法案 “认养者”，该法的审
议主导权始终被民进党籍召集人所把持。最后，
委员会审查基本上以郑丽君和高志鹏等领衔的２
份提案为蓝本展开，中国国民党仅有的两个姗姗
来迟的提案都附和了民进党的主张，即降低投票
年龄，降低 “公投”的提案、联署和通过门槛，
放宽 “公投”发动主体，甚至联署门槛比多数民
进党籍民意代表的提案更低。相比之下，亲民党
坚决反对纳入 “领土变更复决公投”和两岸协议
“公投”，这一保留意见在最终审议时也在民进党
的妥协下得到采纳。
就修订内容而言，最终通过的版本不同程度
却面面俱到地回应了提案的所有关切点。首先，
获得半数以上提案支持的议题，包括降低 “公
投”的通过门槛、降低提案和联署门槛、废除审
议会和降低投票年龄均作重大修改。至于国民党
主张的引入不在籍投票和维持 “公投”的适用事
项范围，以及民进党主张的放宽 “公投”发动主
体和引入电子投票系统，双方通过议题交换的方
式互作妥协通过。即便是 “时代力量”唯一提出
的对少数民族权益特别关照条款，也得到明确回
应将在未来的 “原住民基本法”中得到适当处
理。上述修订，体现了民进党在台湾地区立法机
构内高超的议事技巧和主导实力。
三、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焦点
打破 “鸟笼公投”是本次 “公民投票法”修
订的主要目标，因此，放宽 “公投法”的适用事
项范围，废除审议会，降低投票年龄，降低提
案、联署和通过门槛，成为本次修订的重要攻防
焦点。
（一）关于是否将 “领土变更案之复决”增
列为 “公投”事项
在 “公民投票法”的制定当初，蓝绿双方曾
围绕适用范围展开激烈对抗：蔡同荣版草案曾主
张明确将 “国旗”、 “国歌”、 “国号”、 “领土变
更”、“主权”等 “国家”定位议题纳入 “公投”
事项，〔２〕被称为 “台独”条款。国亲联盟版则主
张将 “制宪”、“国号”、“国旗”及 “领土”变更
明确排除在 “公投”事项之外。〔３〕基于席次优
势，２００３年通过的 “公民投票法”最终在相当
程度上反映了国亲联盟的主张。在本次修订时，
民进党籍和 “时代力量”的民意代表再次提出，
将 “领土变更案之复决”增列为 “公投”事项。
将 “领土变更案之复决”明确列为 “公投”
事项，其要害在于其象征意义。反对意见指出，
既然 “领土变更”已明确规定在 “宪法增修条
文”且适用更高 “公投”通过门槛，那就应回归
“宪法”层次解决，不必拉低到 “公民投票法”
的位阶处理。〔４〕这貌似不无道理。然而，从技术
层面看，根据２００５年台湾地区第七次 “修宪”
的结论，“领土变更案”既然要由立法机构通过
后交付 “公投复决”，〔５〕就必然要遵守 “公投”
的一般程序规则。但一旦将 “宪法增修条文”列
为 “公投”事项，就应对 “领土变更复决案”的
发动主体、通过门槛单独规定，否则就会造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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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筱筠：《林义雄今禁食 蔡宣誓年底前通过 “公投法”修法》，中评社台北２０１７年５月１１日电。
参见蔡同荣版 “公民投票法”草案第２条第１款。
参见国亲联盟版 “公民投票法”草案第２条第３款。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８期，第４０５－４０７页。
参见 “宪法增修条文”第４条第５款。
同位阶规定的冲突，进而为 “独”派势力推动
“统独公投”或 “法理台独”提供可乘之机。正
是有鉴于此，本次一并删除关于 “宪法修正案之
复决”的规定，将 “公民投票法”定位于程序性
规定，凡是涉及所谓 “宪法”层次的议题 （包括
事项和通过门槛）均 “依 ‘宪法’规定”。
（二）关于是否将 “两岸政治协议”增列为
“公投”事项
是否应将两岸政治协议交付 “公投”，也成
为本次修法在适用事项方面的新分歧。事实上，
最初的１４份修法提案中无一提出上述主张，但
在２０１６年５月的委员会审查阶段，陈其迈等４
人提出临时动议，主张两岸政治协商应由台湾地
区领导人依行政机构的决议交付 “公投”并获通
过后，方可进行；协议文本经立法机构审议通过
后，应于１０日内交付 “公投”，经有效同意票过
选举人总额半数通过后，方可生效。〔１〕“时代力
量”随即附和，并进一步将 “两岸协商”改为
“两国协商”，试图偷渡 “台独”主张。〔２〕经协
调，民进党后来主动撤回提案，并与中国国民
党、亲民党联合否决了 “时代力量”的类似提
案。
“时代力量”的上述提案除了对两岸的定位
有违台湾地区现行 “宪政”体制，还存在诸多隐
患。一方面，该提案设置了比一般议题 “公投”
更高的通过门槛，要求事先事后双重 “公投”，
且事后 “公投”的有效同意票需超过选举人总额
半数以上，通过难度是其他事项 “公投”的两
倍。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 “政治协议”并
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其内涵外延均并不明确。例
如，“台联”党和民进党就主张，两岸签署ＥＣ－
ＦＡ加剧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存度，造成所谓
“主权流失”和 “矮化”，〔３〕并据此要求交付 “公
投”。而事实上，ＥＣＦＡ本身不过是一个单纯的
经济决策，无关高阶政治。可见，鉴于台湾地区
立法机构在两岸协议监督方面一贯的 “泛政治
化”弊病，〔４〕所谓 “政治协议”很可能被扩大解
释为一切涉及公权力行使、具有政治影响的协
议。如上述提案得到采纳，无异于为未来两岸协
商成果的签署和生效埋下了制度隐患。
（三）关于增加行政机构的 “公投”提案权
将 “公投”提案权赋予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和
领导人，实际上是 “公民投票法”制定之时蓝绿
阵营相互妥协、各取所需的结果。在朝野分立、
朝小野大的格局下，民进党当局为了摆脱屡受立
法机构掣肘的困境，主张行政机构可将法律及重
大政策的创制和复决提交 “公投”，甚至允许台
湾地区领导人提出 “防卫性公投”；国亲版则主
张任何机关都不宜发动 “公投”。〔５〕双方僵持不
下，经政党协商后，决定保留 “防御性公投”，
同时立法机构也取得 “公投”发动权作为制衡工
具。
然而，在短暂的妥协后，民进党随即经由民
意代表提起 “释宪”，主张立法机构的 “公投”
提案权侵犯了行政权，有违权力分立原则。但台
湾地区 “大法官”认为，立法机构代表人民行使
立法权，对当局政策的形成和变更也有参与和决
策的权利。因此，赋予立法机构 “公投”发动权
并不违反代议民主原则。〔６〕“大法官”的上述解
释并未平息纷争，反而引发更大质疑。反对的理
由包括：第一，从文本角度看，台湾地区 “宪
法”第１７条明确规定，台湾民众有选举、罢免、
创制和复决的权利，表明 “公投”的权利主体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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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８期，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１６卷，第１４０页。
例见黄昆辉领衔提出的 “ＥＣＦＡ公民投票理由书”第二和第三部分。
季烨：《论台湾 “立法”机构监督两岸协议的泛政治化》，《台湾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１－７页。
台湾地区 “内政部”：《“公民投票法”研定实录》，台北２００９年，第９６页。
台湾地区 “司法院释字第６４５号解释”解释理由书。
是台湾民众，而非任何机构。第二，从责任政治
的角度看，立法机关发动 “公投”或许有助于缓
解行政立法僵局，但无法适时确认政治责任，反
而鼓励操作政治对立。第三，从权力分立的角度
看，允许立法机构发动 “公投”却限制行政机构
的发动权，导致行政权在政治僵局时仅能被动因
应 （“公投”或不信任投票），权力配置过于偏向
立法机构。〔１〕
然而，本次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非但没有
纠正制定当初因政治角力而遗留的谬误，反而变
本加厉，赋予行政机构关于重大政策创制或复决
的 “公投”提案权。表面上看，这似乎有助于平
衡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实则不然：一方面，行政
机构发动 “公投”仍需经立法机构同意方可实
施，〔２〕而在行政立法僵局的情况下，立法机构予
以同意的可能性实在不可高估。换言之，这一修
法仍然无法纠正失衡的行政立法权力配置。另一
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该修正加剧了台湾地区政
治体制垂直分权的失衡。〔３〕现行的台湾地区政治
体制仍以代议民主为原则，〔４〕而 “公投”的要义
在于弥补代议制的不足，而非扩大其他机构的权
力。本轮修法则在行政扩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凭借 “公民投票法”的制度设计，台湾当局的行
政、立法机制将成为不受制约的 “权力怪兽”，
台湾地区的代议民主体制也将被逐渐侵蚀。
（四）关于废除 “公投”审议会
设置审议会是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制定
过程中泛蓝阵营坚持的结果，理由是处理争议性
极大的 “公投”法案或政策，突破政治僵局，认
定 “公投”案件的成立，〔５〕实质上缘于泛蓝阵营
对于 “中央选举委员会”（简称 “中选会”）独立
性的质疑。〔６〕然而，后续实践证明，相当多数
“公投”提案无法通过审议会的审查而无法成案。
尤其是，在 “ＥＣＦＡ公投”引发的系列诉讼中，
司法机关都宣称应尊重审议会的 “实质决定权
限”而不对其决议做高密度审查，〔７〕这让绿营感
受到切肤之痛，“台联”党甚至不惜发动废除审
议会的 “公投”。因此，废除审议会在本次修法
中首当其冲。
赞成废除审议会的人士认为，该组织的设置
是将代议政治凌驾于直接民主之上，抵触 “人民
主权”及直接民主的原理。但该理由早已被 “司
法院大法官解释字第６４５号”所反驳，尽管理由
不尽相同，但 “大法官”们对审议会的 “合宪”
性并无分歧。〔８〕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废除审议
会的决定缺乏足够的法律必要性和正当性，只是
政治角力的结果。
修订后的 “公民投票法”将 “中选会”作为
主管机关，行使此前审议会的职权，对 “公投”
提案进行实质审查，包括提案是否属于 “公投”
的适用范围、与此前 “公投”是否属于同一事项
等。〔９〕尽管定位于 “独立机关”的 “中选会”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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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台湾地区 “司法院释字第６４５号解释”许玉秀的不同意见书。
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第１４条第１款规定，对于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行政机构认为有必要进行 “公民投票”的，可
以附具主文、理由书，经立法机构同意，交由主管机关办理。
苏永钦：《简评 “司法院”第一件 “公投法”解释———宽审基本的分权规范，严审工具的组织规范》，载苏永钦著：《宪政论
衡》，台北一品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６－３３９页。
台湾地区 “司法院释字第６４５号解释”理由书指出，依台湾地区 “宪法”本文之设计，台湾政治体制系采代议民主，其后虽
历经多次 “修宪”，但代议民主之政治结构并无本质上之改变。
参见台湾地区 《“立法院”公报》，２００３年第９２卷第５４期，第１３９页。
２００１年，台湾地区行政机构有意针对 “核四”举办 “咨询性公投”。当时，除了 “中选会”主任委员黄石城明确表示反对没
有法源的 “公投”外，大多数委员均表态支持行政机构的立场。这就造成泛蓝阵营对于 “中选会”独立性的质疑。参见隨杜卿：《“公民
投票审议委员会”存废之研究》，载蔡政文主编：《２０１０年台湾展望》，财团法人 “国政”研究基金会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５页。
参见台湾地区 “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１２年度判字第５１４号判决，台湾地区 “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１４年判字第６３７ 号判決。
参见台湾地区 “司法院大法官解释第６４５号”解释理由书，许玉秀的协同与不同意见书，以及彭凤至的部分不同意见书。
参见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第１０条第２款。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界对其中立性的质疑，然
而，现行 “中选会”总体上仍定位于一个以选举
业务为中心的事务性机构，其能否承担对 “公
投”提案进行实质性审查的职责，不无疑虑。更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订过程中，一个倾向性的意
见是应当放松对 “公投”提案的合法性审查密
度，即 “哪些是可以 ‘公投’的事项本来就应由
人民决定，只要有足够的联署人数即可…… ‘中
选会’要做的只是单纯的 ‘公投’联署书的认定
而已”。〔１〕如果这成为未来 “中选会”审查 “公
投”提案的主导思维，无疑将使 “公民投票法”
关于提案范围的规定丧失任何意义。
（五）关于降低 “公投”的提案、联署和通
过门槛
通过本次修订，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针
对全台性 “公投”的提案、联署和通过门槛均大
幅下调：（１）提案人数：由上一次台湾地区领导
人选举人总数的５‰下修至０．１‰； （２）联署人
数：由上一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权人的５％下
修至１．５％；（３）通过门槛：由现行 “双二分之
一”（即参加投票人数达选举权人总数一半以上，
且同意票达有效票一半以上）调整为同意票多于
不同意票，且同意票数达投票权人总数２５％以
上即可。
在修订过程中，曾有更激进的民意代表提出
应不设提案门槛，实行一阶段联署，但反对者认
为，如果没有门槛或门槛太低可能引发浮滥提案
的风险，而一阶段联署更将增加提案联署补正的
成本。〔２〕最终将联署门槛定为上一次台湾地区领
导人选举权人的１．５％，主要是参考了台湾地区
领导人选举的门槛。〔３〕至于通过门槛，多数民意
代表认为，过低的投票率将导致 “公投”结果缺
乏正当性，因此，否决了简单多数即为通过的建
议，转而参照台湾地区公职人员罢免案的通过门
槛，设置了２５％的投票率的底线。〔４〕
各国 （地区）公投制度设计千差万别，其通
过门槛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包括人口结构、文
化程度、意识形态、议题、政府体制、政党格局
等，而台湾地区的 “公投”通过门槛并无畸高现
象。〔５〕但修法者一直以此前６次 “公投”未获通
过为由，主张通过门槛过高。事实上，在这６次
“公投”绑 “大选”中，选举投票率均逾７成，
而 “公投”投票率无一过半，甚至低于三成。因
此，“公投”未获通过的症结在于其议题的泛政
治化导致民众不感兴趣。〔６〕如不能正视这一问
题，继续将 “公投”失利归结于 “通过门槛过
高”，将导致未来的 “公民投票法”修订继续
“向底线竞争”，从而滋长民粹并伤及 “公投”本
身的正当性。
（六）小结
本次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是台湾地区立
法机构在自身权限范围内做出的选择，然值得警
惕的是，本次修法过程反映出明显的政治强力，
其修法价值取向更是呈现出与台湾现行政治体制
和宪制性规定相悖的苗头。例如，试图将 “领土
变更之复决”纳入 “公投”事项，体现出明显的
分离主义倾向；将 “两岸协议”定位于所谓 “国
与国”协议，实则试图在一般规定层面为 “台
独”提供 “法理依据”；增加行政机构的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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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８期，第３８７页。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８期，第４０１－４０３页。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８期，第４１８页。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台湾地区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９０条第１ 款规定，罢免案的投票结果，有效同意票数多于不同意票数，
且同意票数达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１／４以上，即为通过。
例如，《瑞士联邦宪法》第１４１条和第１４２条规定，针对瑞士联邦法律而交付人民的公投，参加投票者多数赞成即为通过，
即实行简单多数制。《丹麦王国宪法》第４２条规定，法律案复决要求至少有３０％ 以上的合格公民参与投票，如过半数反对则被否决。
《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７５条规定，复决案应经多数选举人参加投票，且有效投票的多数赞同方为通过，即双重多数制。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０期，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提案权，加剧台湾地区政治体制垂直分权的失
衡；渲染所谓 “鸟笼公投”，大幅降低 “公投”
的提案、联署和通过门槛，客观上将有助于少数
政客裹挟民意与大陆对抗。
四、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修订
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本次修法值得肯定之处，便是所谓 “领土变
更”复决，以及两岸政治协议的创制和复决最终
均未被列入全台性 “公投”事项。如果将 “领土
变更”复决纳为 “公投”事项，无异于为未来变
更 “固有疆域”、举行 “统独公投”进而实现
“法理台独”提供了法源，甚至可能凸显 “领土
变更”复决的高门槛，从而为 “修宪”营造氛
围。而将两岸政治协议的谈判和生效作为 “公
投”标的，势必为两岸协议的政治化提供可乘之
机，进而阻挠两岸协议的谈判和生效进程。最
终，忌惮于大陆的强大政治压力，民进党不得不
在上述两个议题上做出阶段性妥协，宣称 “领土
变更”属于 “宪法”范畴，应回归 “宪法”处
理；而两岸协议 “公投”亦将回归 “两岸协议监
督条例”处理。〔１〕这种妥协固然是出于其自身利
益使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两岸关系严峻
复杂局面的进一步升级。
此外，该法对两岸关系还可能产生以下负面
影响：
（一）“公民投票法”加剧两岸关系稳定的脆
弱性
“公民投票法”修订启动至今，已有不少
“台独”分子跃跃欲试。例如，台湾地区前领导
人副手吕秀莲就曾宣称用 “公投”重新制作 “国
歌”，并扬言推 “公投”提案让台湾变成和平中
立的 “国家”。〔２〕“时代力量”在本次 “公民投
票法”修订后一周内便抛出草拟新 “宪法”、以
台湾为名参加２０２０年东京奥运会、界定 “领土”
为台澎金马与附属岛屿、以及移除 “护照”上的
“中华民国”字样等４个 “公投”议题。其中，
借奥运 “正名”已成为岛内 “台独”团体最具声
势和欺骗性的 “公投”提案，正在进行联署。〔３〕
此次 “公民投票法”的修订，无疑使得台湾
地区具有 “主权”意涵、带有 “台独”色彩的
“公投”将更频繁，也更容易对两岸关系产生冲
击，具体表现为：
第一，“公投”发动主体的多元化：此次修
法新增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的 “公投”发动权，为
“台独”势力借助 “执政”优势和行政资源推行
“公投”提供了更大便利，其成案的可能性更大，
对两岸关系的破坏性更强。
第二，“公投”提案合法性审查重心的后移：
此前，岛内 “独”派也曾四度推出 “ＥＣＦＡ 公
投”的提案，但被审议会以与法不符为由驳回，
未能进入联署阶段。〔４〕但此次修法决定废除审议
会，而 “中选会”在很大程度上又流于对 “公
投”提案的形式审查，这势必极大弱化对 “公
投”提案合法性的实质审查力度。如果违法乃至
“违宪”的 “公投”提案进入联署甚至最终通过，
司法机构的事后审查将面临极大的政治压力，其
制约效果也将苍白无力。〔５〕
第三，“公投”提案、联署和通过门槛的降
低：从此前６次成功付诸实施的 “公投”来看，
有４项提案直接针对两岸关系，包括军购、两岸
协商和 “入联”。之所以最终未获通过，主要是
当时 “公民投票法”仍有投票率过半的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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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６年第１０５卷第３０期，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吕秀莲：应该用 “公民投票”推动 “自己的国歌自己写”》，《环球时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３０日版。
《中评镜头：东奥台湾 “正名”记者会 “独”派大集结》，中评社台中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电。
季烨：《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的司法审查———以 “ＥＣＦＡ公民投票”诉讼为例》，《台湾研究集刊》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５９－
６０页。
汤德宗：《论直接民主的制度设计》，载汤德宗著：《权力分立新论》（卷一），台湾元照出版公司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３９－２４３页。
此次修订大幅降低门槛，不但使提案、联署更加
便利，更使提案获得通过的几率大增。在岛内蓝
绿结构对立尚存的背景下，除非遭遇正面政党对
决，否则，任何具有政党背景的 “公投”提案要
想获得通过，都绝非难事。例如，如按当前 “公民
投票法”的门槛，当年因投票率未能过半而无效的
４项涉及两岸关系的 “公投”都将获得通过。
（二）“公民投票法”与两岸协议监督的联动
效应
在本次修订中，两岸政治协议最终并未纳入
“公投”的适用事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
的两岸协议谈判可以游离于 “公投”之外。民进
党并没有放弃将两岸政治协议交付 “公投”的努
力，此次妥协的理由是，“公民投票法”是程序
法，因此，关于两岸政治协议是否应当作为 “公
投”的标的问题，更适合在未来的两岸协议监督
条例中处理。〔１〕
根据既往实践，未来 “独”派将 “公投”引
入两岸政治协议可能有如下两种方式：第一，直
接方式，即基于未来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明确规
定，将两岸协议交付 “公投”。事实上，在第９
届台湾立法机构已有的６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
案中，已有２个草案呼应了上述主张。例如，民
进党籍民意代表尤美女等提出，涉及建立两岸军
事互信机制、结束两岸敌对状态、安排两岸阶段
性或终局性政治解决、划定或分享 “疆界”、决
定台湾在国际上的代表或地位，及其他可能影响
台湾 “主权”的各项协议，应有３／４民意代表出
席及出席委员３／４决议，再交付 “公投复决”，
且经有效投票数超过选举人总数１／２方可通
过。〔２〕鉴于民进党在台湾立法机构内的席次优
势，类似提案获得通过绝非难事。第二，间接方
式，即以两岸协议属于 “公民投票法”的既定适
用事项为名交付 “公投”。在此前 “ＥＣＦＡ公投”
诉讼的实践中，提案人曾主张，诚如马英九当局
所宣称的那样，ＥＣＦＡ属于重大政策，具有重要
政治经济影响，因此，将其交付 “公投”属于
“重大政策之复决”。〔３〕
将两岸政治协议交付 “公投”的风险是显而
易见的，它将大大掣肘两岸协议的谈判和生效进
程。首先，如前文所述， “公投”发动者通过对
于 “政治协议”的泛化解释，要求将其他具有政
治影响的协议也交付 “公投”。其次，台湾当局
可能以 “公投”威胁为借口，以所谓 “民意压
力”为筹码，在两岸协商谈判中漫天要价。〔４〕再
者，台湾地区立法机构可能在未来的两岸协议监
督条例中采纳某些草案的提议，引入事前事后两
阶段 “公投”，并以特别法的方式提高提案门槛，
使得两岸协议谈判和生效的难度加大。最后，台
湾当局可能通过技术性手段，人为干预 “公投”
结果，如将两岸协议 “公投”与台湾地区 “大
选”相脱钩，从而降低民众投票意愿。总之，
“公民投票法”的存在使得两岸协议的签署和生
效进一步充满不确定性，为岛内分离主义势力干
预两岸关系制度化提供可乘之机。
（三） “公民投票法”倒逼新一轮 “宪政改
革”
早在２０１７年９月，蔡英文在民进党第十七
届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上，就已公开宣示将从党
内开始讨论，启动 “宪政体制改革工程”。 “宪
改”必须 “公投”。因此，此次 “公民投票法”
修订势必对未来的 “宪改”产生影响。
在此次 “公民投票法”修订中，民进党在毫
无抵抗的情况下将 “公投”年龄从２０岁降为１８
岁。值得注意的是，将投票年龄降至１８岁同时
还是 “修宪”的重要议题，也是国民两党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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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立法院”公报》，２０１７年第１０６卷第１１６期，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参见尤美女版 《两岸协定缔结条例草案》第６条。
参见 《“行政院公民投票审议委员会”公听会发言纪录》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８日提案人代理律师黄国钟教授的发言。
曾建元：《ＥＣＦＡ “公投”的急迫性和必要性》，《新台湾智库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４６期，第１０２页。
“修宪”的少数共识之一。在２０１５年上半年台湾
地区关于 “修宪”的短暂讨论中，李登辉就提出
所谓两阶段 “修宪”，即先降低 “修宪”门槛、
降低投票年龄，再讨论涉及台湾地区政治体制的
其他内容。〔１〕此次 “公民投票法”修订降低 “公
投”年龄，无疑为未来降低选举投票年龄提供了
示范，很可能逐渐酝酿 “修宪”氛围。甚至，蔡
英文当局可能从下位法着手，先修订 “公职人员
选举罢免法”中关于选举投票年龄的条款，〔２〕凸
显下位法与 “宪法”条文的冲突，从而放大 “修
宪”的必要性。〔３〕因此，在蔡英文当局的策略性
操作下，国、民两党达成妥协，以降低选举投票
年龄为突破口，搭配其他具有一定社会共识或争
议不大的议题 （如纳入人权保障条款等），不能
完全排除所谓两阶段 “修宪”的可能性。
此外，此次台湾地区 “公民投票法”修订还
具有一个最隐性但也最深远的影响，即更低门
槛、更低成本、更加密集的 “公投”将有助于岛
内分离主义势力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越来
越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台湾民众的 “共同体”意
识和观念，而这种政治过程由于大陆相对隔绝，
具有天然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从而成为滋长 “台
独”意识的温床。
五、余　论
公民投票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面来看，它
有助于彰显民意，弥补代议机关的怠惰和专断，
同时还有政治教化的功能。然而，从消极面来
看，它又过度简化了议题的复杂性，具有一定的
“反智”性，不利于落实政治责任，甚至可能牺
牲少数者的利益，并成为少数政客煽动群众追逐
私利的工具。〔４〕正是有鉴于此，人们普遍认为，
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而直接
民主仍需受制于宪法约束。
诚如苏永钦教授所言，从台湾地区 “宪法”的
制定过程看，起草者对于直接民主的态度 “既认同
又不放心”。〔５〕但在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浪潮下，“公
投”逐渐被塑造为 “出头天”的重要指标，占据至
高无上的道德制高点。相应地，在台湾地区理论界
主张直接民主优于代议民主，用所谓 “人民保留”
原则取代 “宪法保留”，甚至试图颠覆台湾地区
“宪法”有关代议制的基本原则，成为一股日益膨
胀的势力。正是在此背景下，打破 “鸟笼公投”成
为此次 “公民投票法”修订的主轴，也成为一种
新的 “政治正确”。在此过程中，“公投”的弊端
及其被滥用的危害被竭力掩饰，降门槛后的 “公
投”被渲染成为缓解台湾经济社会矛盾的一剂灵
丹妙药。然而，修订后的 “公民投票法”似乎仍
然没有满足一些 “民主斗士”们的期待，新一轮
的修订已被再次提出。〔６〕
台湾地区 “公投”的特殊性在于其双重性，
它既是台湾社会民主化的结果，但更重要的是，
它与生俱来地带有 “台独”的基因，也是分离主
义势力追求 “法理台独”的工具。作为一个国家
认同呈现巨大偏差和分歧的社会，台湾当局本应
更加注重直接民主具有为政客人为操纵 “公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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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陈乃绫：《李登辉提两阶段 “修宪”降门槛再改体制》，（台湾）《联合报》２０１５年２月２日。
台湾地区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第１４条规定，台湾地区居民年满二十岁，除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外，有选举权。
以下位法的变革倒逼 “宪改”的做法，在台湾地区的政治运作中已有先例可循。例如，２００３年，陈水扁当局就先在立法机构
制定 “公民投票法”，实质上掏空 “国民大会”的职权，再事后通过 “修宪”补正其合法性。
详见许宗力：《宪法与公民投票》，载许宗力著：《宪法与法治国行政》，台北远照图书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９ 年版，第５６－６２
页。
苏永钦：《简评 “司法院”第一件 “公投法”解释———宽审基本的分权规范，严审工具的组织规范》，载苏永钦著：《宪政论
衡》，台北一品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３２页。
据媒体报道，２０１８年２月２８日，曾任 “台独联盟”美国本部主席的郭倍宏，邀集 “台独”人士筹组 “喜乐岛联盟”，敦促蔡
英文当局进一步修改 “公民投票法”，降低 “公投”门槛。《９６岁李登辉叫嚣搞 “独立公投”　台媒直言将造就 “灾难岛”》，《环球时
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日第１０版。
提供可乘之机的弊端。但此轮 “公民投票法”的
修订，却暴露出修订过程的民粹价值取向。尽管
最终未将 “领土变更复决”和两岸政治协议列入
“公投”事项，避免了两岸关系矛盾冲突的显性
化，但无论是增加台湾行政机构的提案权和废除
审议会，还是大幅降低 “公投”的提案、联署和
通过门槛，都使得未来两岸关系的不确定性进一
步增强，为 “台独”分裂活动提供更大便利。诚
如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
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所言，大陆坚决反对任何势力
以任何方式包括以所谓 “公投”的方式来进行
“台独”分裂活动，或者为 “台独”分裂活动打
开方便之门。两岸同胞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
惕。〔１〕
（责任编辑：张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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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辑录 （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ｗｙｔｂ．ｇｏｖ．ｃｎ／ｘｗｆｂｈ／２０１７１２／
ｔ２０１７１２１３＿１１８７８７３６．ｈｔｍ，访问日期：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０日。
